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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中的语言逻辑与数理逻辑  
From Intuitive to Empirical: Some Thoughts on KKV1994 

 

 

【摘  要】作为《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的简

体版译者，我在本文中试图对学者在实证研究中经常遇到的语言逻辑和数理逻辑这两个概

念进行初步的讨论。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原书内容，而是我在学习及翻译过程中

获得的最重要启发。语言逻辑往往采用文字表达方式阐述因果关系，而数理逻辑则依赖于

更加严谨的公式推导或研究设计。语言逻辑同时为没有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普通公众及专

业学者所使用，前者更多依赖于常识及经验，在多数情况下无法准确判断因果关系；后者

则构成日常学术交流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后者使用的语言逻辑，本文认为通过因果思维

或研究设计将其转化为数理逻辑是决定实证研究者研究水平的重要因素。 

 

Abstract: As the translator of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I attempt to clarify two different concepts – intuitive expression and 

mathematical thinking. Intuitive expression refers to the principle of logic and logical thoughts 

embedded in the natural language deriving from the common sense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while mathematical thinking mainly resorts to deliberate formula derivation and more scientific 

research design. I argue that only intuitive expression cannot draw the credible causal inference. 

Mathematical logic, as the most common-used proofing method, is often employed in the daily 

academic research. The ability to convert the intuitive idea to a mathematical way i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a qualified 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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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的简体版译

者，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本书出版 20 周年之际将她介绍给国内的读者。该书（以三位作者

姓氏首字母及出版时间构成的简称 KKV1994 也许在学界更具知名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社在 1994 年出版。KKV1994 在出版后就成为众多欧美高校经济学、政治科学及社会学等学

科本科及研究生方法课程的指定参考书，也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著作。这本

书是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阶段的必修课《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定教材，也是

我读的第一本方法论著作，对此我感到非常幸运。就内容来说，三位作者 Gary King、Robert 

Keohane 和 Sidney Verba 在第一章便明确指出该书的写作目标是“向读者系统地介绍如何在

社会科学领域开展研究”。而对于研究实施的两个方法：定量传统及定性传统，作者认为它

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风格和方法论上的不同…所依赖的逻辑都是相同的”：“ 即怎样提出研

究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并进行有效的描述及因果推论”。不论采用何种方法，评价其研究过

程是否是科学的主要标准都要看其是否满足：1）以推论为研究目的；2）采用公开的研究程

序；3）结论是不确定的；4）研究的内容是关于方法的。 

 

围绕上述这些观点，本书剩余部分由两个方向展开：第一个方向将研究过程分为描述性

推论（第 2 章）及因果性推论（第 3 章）两个步骤，其中前者是研究的起点并构成后者的基

础。在作者看来，这两个步骤均存在推论的过程：描述性推论涉及如何由样本推及整体，而

因果推论则试图发现不同因素间真实的因果关系。本书第 2 及第 3 章提供了这两个推论的

定义及推论规则；第二个方向为主题研究，作者向读者提供处理研究中经常遇到的特定问题

的对策。这些问题包括：如何确定观测对象（第 4 章）、如何增加观察值数量（第 6 章）及

如何避免某些特定问题（测量误差、遗漏变量、无关变量及内生性等，见第 5 章）。就如何

确定观察对象来说，作者指出在大多数定性研究中随机选择样本方法具有一定局限性，在这

种情况下有目的地选择样本也许更为可取。围绕有目的取样，作者提供了 5 种可供读者参考

的操作方案。就研究中需要避免的问题来说，测量误差、遗漏变量、无关变量及内生性问题

要么导致推论效率降低，要么导致更严重的有偏推论。这些问题在定量研究中尤为突出，需

要值得读者重视。辅之以具体的例子，作者阐述这些问题造成的上述后果并提供了对策。而

最后一章讨论的增加样本数量则是定量及定性学者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在现有限制下尽量

拓展样本数以提高推论效率的方法会在这一章给出。 

 

我把这本书的中译书名定为《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消除定量及定

性研究方法间的隔阂。不管是定量还是定性背景，我确信每位读者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汲取所

需的养分。对我而言，本书的学习及翻译过程带给我最重要的财富是让我具备了用因果思维

的能力，特别是语言逻辑和实证逻辑之间的切换。语言逻辑主要采用文字或者口语表达出来

的因果效用，主要由两个群体所使用：没有受过社会科学方法论训练过的公众依据习惯、阅

历及常识判断出来的描述及因果推论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在学术活动时采用的交流方

式。这些学术活动即包括学者日常的交流、学术研讨会上的提问与质疑，也包括学术期刊审

稿意见用语；而数理逻辑则是受过训练的定量研究者利用实证工具，包括公式表达或研究设

计对语言逻辑进行严谨表述及应对过程。1这两个逻辑正是原书作者整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思

路的努力给我带来的直接启发。我认为语言逻辑和数理逻辑贯穿了实证学者研究生涯的全部

过程。而快速地实现这两种逻辑间的转化不光需要大量的学术阅读，更需要有针对性的训练。 

 

                                                        
1 从更严谨的角度来说，本文使用的“语言逻辑”近似于逻辑学中的“普通逻辑”：用自然语言研究人们日常

思维形式及规律的逻辑，包含较多的经验及常识成分。“数理逻辑”则基本等同逻辑学中的“数理逻辑”

概念。二者构成了“形式逻辑”的主要内容。此点感谢审稿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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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以下部分，我将首先阐述常识在很多情况下对判断因果效用帮助不大；其次，

在更多情况下，没有常识能够帮助研究者界定出因果关系。此时，对因果效用的识别，特别

是大小的考察需要依赖数理逻辑。我将结合测量偏误、互为因果及遗漏变量这三个研究者经

常遇到的问题加以阐述。2众所周知，这三个问题将导致内生性问题：最小二乘估计（OLS）

估计结果不一致。不一致的结果是最严重的估计偏差问题：偏差并不会随着样本量趋于无穷

大而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无法根据 OLS 估计系数并结合偏差方向来推测真实效应，

从中得到的政策含义也将具有误导性；最后，我会指出基于因果推论思维的语言逻辑是构成

学者学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两种逻辑间的转化是决定实证研究者研

究水平的重要因素。对于该结论，我将结合自己研究中遇到的一个具体事例加以阐述。 

 

常识并不可靠 

 

基于语言逻辑的常识、习惯或阅历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一部分关系中的因果方向，但

有些情况下它们并不可靠。一个典型例子是财富和幸福的关系。常识往往认为财富能够带来

幸福。实际上，二者间的关系是受到诸多个体特质的同时影响：勤劳、人格、健康状况、自

控及自信等等（Diener, 2012; Luhmann et al., 2012）。正是这些没有被常识所考虑的因素同时

驱动着个体获得财富并维持幸福感（Diener and Fujita, 1995）。将该遗漏变量纳入考察范围之

后，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在满足基本需要后的财富增长带来的幸福感是微乎其微的（Roberts, 

2011）。这个例子就说明常识要不就是在诉说一个根本不存在因果效应的关系要不就是极大

高估了金钱对幸福的作用。 

 

没有常识可以依靠 

 

在其他绝大多数情况下，对特定关系是否存在真实因果效应可能完全没有常识可依靠的。

测量偏误及互为因果问题就是这样的例子。语言逻辑无法帮助研究者廓清因果效应。此时，

基于公式推导的数理逻辑能够展示 OLS 估计系数存在的偏差情况。 

 

测量偏误简单说来就是由于某些原因造成变量的测量值和真实值之间存在差异。造成偏

误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测量技术局限、原始资料局限、数据录入人员的不小心或受访人的故

意虚报。当存在这个问题时，如何判断对因果推论的影响及寻找相应的解决手段就至关重要

了。如果测量偏误随机存在的，比如数据录入人员的粗心。我们一般将这种测量误差称之为

经典测量误差，它将导致该变量作用的低估。这里我们用收入对消费影响的例子加以演示。

假设二者间关系的 OLS 表达式如下： 

 

iii uxy  *
110   （1） 

 

其中 iy 是个体的消费，而
*
1ix 是收入， iu 是其他可能影响消费水平但是没有被模型捕获的

因素，假设是随机分布的。为了简单，我们也假设收入-消费关系不存在其他影响估计结果

一致性的问题，此时， 

 

                                                        
2 大部分计量经济学教科书对于这三个问题的数理推论过程都大同小异。本文的推论基于 Wooldridge
（2012），但根据实际例子作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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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xxe   （2） 

 

其中 1x 是收入的真实值， 1e 是真实值和录入值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测量偏误。在录入原始

问卷过程中，由于数据录入人员的粗心导致一些收入观察值的录入错误。如果我们认为这

种不小心的分布是随机的。那么，真实值和录入值就均独立于 1e ，写作： 

 

0),( 11 exCov  （3） 

0),( 1
*
1 exCov  （4） 

 

将（2）带入（1）得到： 

 

)( 11110 euxy    （5） 

 

基于（5），计算 1x 和 1e 的协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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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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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计算出收入对消费作用 1 的 OLS 估计结果概率极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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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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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介于 0 和 1 之间。由此可得在经典测量误差情况下，OLS 估计结果将小

于真实作用大小。换句话说，OLS 估计结果是真实结果的下限。 

 

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能假定测量误差是随机分布的。误差的不随机性意味着（4）

式不再成立，进而导致
2

11 1
),( eexCov  ，最终 )()ˆ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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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时，研究者无

法判断 OLS 估计值相对于真实值的偏离方向。如何应对则取决于具体研究议题。Ashenfelter

和 Krueger 于 1994 年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著名论文《Estimates of the 

Economic Return to Schooling from a New Sample of Twins》采用工具变量方法（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处理该问题。作者在该文中试图估计教育对个体收入的作用。由于担心

受访人自己汇报的教育年限可能存在测量误差且该误差并不遵从随机分布：教育程度较低的

受访人倾向高报自己的受教育水平，而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人则无此动机。作者便采用受访

人双胞胎兄弟姐妹提供的受访人教育程度作为受访人真实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在作者看

来，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受访人兄弟姐妹提供的教育年限对

受访人收入没有直接影响。3另外一个可供参考的应对非经典测量偏误问题方法是利用子样

本重复回归。我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合作的一篇工作论文《War Making: the 

Formation of Big Oriental Despotism, 750 BC-1911 AD》便采用了这一方法。该文试图利用-750

年至 1911 年的历史数据实证检验战争对中国国家形成的影响。战争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的

历史文献：春秋战国时期的数据基本来自于《左传》，后期朝代的战争数据来源较多包括历

代《实录》、《二十四史》、《史记》、《资治通鉴》及地方官员奏折等。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

和明清时期的战争数据相比，汉之前的数据可信性较差也无其他数据源可以相互补充验证。

当然，研究者可以通过控制朝代固定效用，甚至是皇帝固定效用来控制那些不随着时间变化

且影响记录质量的因素。另外一个更为简便的可行方案就是只采用数据质量较高的明清时期

子样本重新检验战争和国家形成的关系。然后利用一些统计技术比如 Hausman 检验来比较

基于子样本获得的系数和全样本系数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如果存在差异，研究者至少需

要警惕测量偏误带来的风险并谨慎解释基于全样本的估计系数。 

 

另外一个无法依赖于常识判断估计结果偏差方向的例子是同时性问题。同时性指的是解

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互相影响，也被称之为互为因果问题。该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警察或

者司法支出与犯罪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警察的增加可以增加威慑、提高破案时间进而减少

犯罪（Levitt, 1997; Levitt, 2002）。此时，二者之间是负向相关；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犯罪率

的增加也会导致政府招募更多的警察及提高司法支出。此时，二者之间呈现出正向关系。虽

然从逻辑上两个因果方向都能自圆其说，但其背后的政策取向截然不同。如果是前者，降低

犯罪的有效应对措施就是增加警察及司法支出；后者则意味着警察和司法支出的增加成了犯

罪增加的结果，而非原因。造成这个地区犯罪猖獗的根源可能是不平等、社会福利、受教育

水平及外来人口等深层次因素。此时政府一味提高司法支出不仅不会导致犯罪的下降而且造

成了公共财政资金利用的低效。 

 

那么互为因果问题的存在为什么会导致 OLS 估计结果不一致呢？回答这个问题同样需

要借助数理逻辑。司法支出和犯罪之间相互影响关系可以写作如下 OLS 方程组： 

                                                        
3 另外一个用工具变量处理核心解释变量测量偏误的研究见陈硕和陈婷（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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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y 是犯罪率， 2y 是司法支出， 1z 是影响犯罪率的其他因素而 2z 是影响司法支出的其

他因素。 1u 和 2u 均符合 OLS 的基本假设。此时有： 

 

2221112122 )( uzuzyy    （7） 

 

（7）可进一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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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述的方便，该式可整理成： 

22221212   zz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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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基于（8）计算 2y 和 1u 的协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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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致地估计司法支出对犯罪的作用需要的假设是 2y 和 1u 相互独立，即

0),( 12 uyCov （可参见 Wooldridge, 2012）。但除非 02  ，二者之间无法实现独立。而

02  恰恰意味着犯罪并不影响司法支出：互为因果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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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设计上，互为因果问题是最为棘手的内生性问题。目前较为流行的处理方式也是

工具变量方法。我在 2012 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转型期中国的犯罪治理政

策：堵还是疏？》中试图实证检验中国司法支出的效率。由于上文提到的司法支出和犯罪之

间相互影响，我在文中使用省政法委书记党龄作为司法支出的工具：政治资历和获得的资源

成正比同时犯罪率不会反响影响其政治资历。基于工具变量方法，该文发现司法支出对犯罪

率没有显著影响。相比之下，不断增长的犯罪率正大程度上是转型期多种社会经济特征所致。
4 

 

此外，在一些情况下虽然常识可以判断因果方向但并不能告诉方向的大小。科学的严谨

性促使研究者在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估计出作用大小，后者在社会科学中尤为重要。实现对

大小的估计只能依赖于数理逻辑。以下将以教育回报为例阐述该观点。每个人都知道教育对

个体收入的回报为正，但经验无法回答每增加一年教育时限到底会增加百分之多少的收入。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社会科学家对小数点后几位数字的大小争论不休的意义何在。设想一下如

果事关数以千亿元的教育支出，小数点后面数字就不再那么无关紧要的。对教育回报大小的

估计是劳动经济学数十年来关注的经典研究问题之一，该学科为了回答该问题进行的研究设

计及方法论上的创新也极大地推动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 

 

对教育回报作用识别遇到的最棘手问题是遗漏变量，此时遗漏的这个变量便是能力。一

般来说，高能力个体同时具有较长的教育年限及较高的收入。那么观察到的教育作用就在一

定程度上提取了能力的作用，如果忽视该变量将导致对教育程度作用的高估。显而易见，基

于高估的系数制定的教育支出预算必然导致巨大的公共财政浪费。在能力变量的干扰下，即

使没有社会科学训练的人也不难理解为何教育程度会被高估。但语言逻辑表达出来的高估只

有通过数理逻辑展示出来才能在更一般的意义上理解遗漏变量问题对因果推论的影响。我们

假设教育和收入关系的 OLS 表达式如下： 

 

iiii uxxy  33221   （9） 

 

其中 iy 是收入，比如为小时工资， ix2 是教育年限， ix3 则是上文提到的能力。假设 iu

符合 OLS 一般假设。在实际研究中能力 ix3 无法观测或可以观察却无法准确地测量因此没有

包含在方程之中，也就是说
*

33 ii uux  。 

 

此时的（9）就变成了： 

 

iiii uxy *
221    （10） 

 

对（10）进行 OLS 估计，获得 2 的 OLS 估计值是： 

 

                                                        
4 另外一个同样存在反向因果的相关研究问题是惩罚与犯罪，见陈硕和章元（2014）及陈硕（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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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n 的时候， ols,2̂ 趋近为
)var(

),cov(

)var(

),cov(

2

2

2

32
32

i

ii

i

ii

x

ux

x

xx
   

 

此时， 3232,2
ˆlim bp ols   ， 32b 是 ix2 对 ix3 OLS 回归获得的系数的概率极限。 

 

从上可知除非 03  或 032 b ，否则 2,2
ˆ  ols 。而只有当 0),cov( *

2 ii ux 时， 32b

才等于 0。由于能力的作用 3 以及 32b 都是大于 0 的：高能力的收入和教育程度都高。这

种情况下， olsp ,2
ˆlim  大于 2 ：OLS 高估了教育回报的作用。 

 

综上所述，对不可靠或者无法依靠的常识，研究者必须了解其背后的数理逻辑。当然，

并不是所有场合都需要复述出上述公式的详尽推导过程，但研究者至少需要知道无法依靠或

估计存在偏差在数理逻辑中到底体现在哪个地方。高素质的研究者应当尽量缩短上述转化所

需要的时间并提出解决方案，前者需要对上述推导了然于心，后者则需要结合大量文献阅读

及有针对性训练。 

 

语言逻辑和数理逻辑间的转换是决定实证研究者研究水平的重要因素 

 

对于研究者来说，其学术和研究生涯遇到大多数反馈都是基于语言逻辑。比如，在各种

学术讨论上、与同行交谈甚至在审稿人意见中，对方一般用语言的方式陈述作者研究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你的结果高估了真实作用大小”、“你的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你的因果

关系可能只是相关”、“样本也有自选择问题”等等。这样的语言逻辑和上文提到的常识不同：

使用者为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而非一般公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这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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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成严谨的公式推导对于研究者回应问题、重新研究设计以增加稳健型讨论就非常重要

了。我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James Kung 教授合作的工作论文《Of Maize and Men: The 

Effect of a New World Crop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在审稿过程中便遇

到这样情况。长期以来，马尔萨斯型社会中的技术进步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一直为经济

史学家和宏观经济学家所关注：理论模型预期在马尔萨斯时代，技术进步仅会带来人口增加

但不会改善长期人均生活水平。这篇论文试图通过实证检验北美作物玉米在中国引种和拓展

对明清时期人口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以检验上述理论。玉米由于其抗旱性和对地形的低要求，

被广泛种植于清代内陆的新开发地区并显著提高了中国的粮食产量：1900 年中国粮食生产

面积比 1380年增加 3.3倍，对同时期粮食增加的贡献率超过 55%（Wang, 1973; Perkins, 1969）。

学者因此将北美作物在中国的引种和传播比作是宋代引种占城稻之后的第二次农业技术革

命（Ho, 1959; Lan, 2002）。实证考察玉米作用需要该作物在中国引种的系统数据。当我在进

行这个研究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本历史著作系统搜集过这些数据。历史学家仅仅提供了大概引

种趋势：玉米在 16 世纪中叶被引种到中国，经过 3 个多世纪的拓植，在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

所有地区均种植了玉米（Ho, 1959）。虽然这些研究富有先导性和启发意义，我们需要的是玉

米在中国每个地区的精确引种时间，这无疑是一次劳动密集型工作。我在博士阶段用了整整

两年的时间从明清时期出版的全部 1119 本府志中诸册查找并最终建立了玉米引种的数据库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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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玉米在中国的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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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工作论文在第一轮审稿中一共获得了 4 个审稿人的 142 条审稿意见，其中绝大多

数都是语言逻辑：他们仅仅指出初稿中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如何用实证方式加以处理

则是作者自己的事情。论文最终能否被期刊所录用就取决于能否令审稿人满意地处理他们

的质疑。以下用其中一条意见为例阐述这两种逻辑之间转化的重要性。 

 

图 1 展示出的这种渐进时空变化使得研究者可以采用标准的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来检验其作用，其作用估计结果见图 2： 

 

  

图 2：玉米引种前后的人口变化 

 

图 2 的横坐标表示距离该地区玉米引种的时期数，纵坐标则表示人口密度在引种和没

引种地区之间的差异。图中的实线表示人口密度在玉米引种前后的变化，两条虚线分别为

估计系数对应的上下 95%置信区间。从该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玉米引种之前，两个地区

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引种之后，引种地区的人口密度开始超过没有引种玉米的地区。

在工作论文里面，该图出现在正式回归之前作为玉米促进人口增长的描述性证据。其中一

个审稿人对此提出质疑：他注意到在玉米引种前的 3 至 2 期及 1 期到 0 期，引种地区和非

引种地区人口的差别在趋势上同样存在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审稿人认为我们无法排

除从 0 到 1 期的人口增长可能是偶然因素所致而非是玉米作用。 

 

在我的理解中，如果 0 至 1 期的正斜率来自于随机效果的话，那么把一个地区的玉米

真实引种时间随机赋给另外一个地区然后重新回归依然得到相似效果，如果真是这样的

话，我们就无法再坚持 0 到 1 期的正斜率是玉米的作用了。为了实现概率上的效果，我们

需要重复这样的赋值很多次。图 3 展示该项虚拟工作获得的玉米引种估计系数的 t 值，三

个图依次是进行 5000 次、10000 次及 30000 次随机赋值的结果。从中可以清楚的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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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复实验中，获得 t 值呈现正态分布：绝大多数都介于-2 和 2 之间。这意味着随机复

制获得的估计系数绝大多数都不显著。虽然在概率上仍旧可以坚持基于真实赋值获得的 0

到 1 期正效应还是偶然的。但这种偶然性太低了，低到足以使得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该时段的正效用的确由于玉米引种所致。在该论文的第三次审稿中，上述修改意见最终得

到了审稿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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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三条红线表示玉米在实际回归中获得的估计系数，t 值的绝对值大于这三个系数的概率分别

是 4.64%、4.24%及 4.55。 

图 3：玉米作用的虚拟赋值实验 

 

严谨的因果思维能力是高度训练后养成的自觉。了解文字逻辑对应的数理逻辑需要研究

者接受刻苦的方法论训练。因此，在研究开始之前，系统学习线性代数、概率论及计量经济

学的知识是必须的。但实现这两种逻辑之间的转换对研究者的要求则更高：坚实的计量经济

学基础之外仍需要持之以恒且大量地学术阅读，以此培养实际应对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求

知欲和进取心只是第一步，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好的老师领你入门。我想说的是，KKV1994

正充当这种教练的角色。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训练所必需的知识，同时又维持在

一个恰当的难度水平之上。作者们主要借助浅显易懂的文字逻辑而非抽象复杂的数理逻辑告

诉读者在研究设计中会遇到的问题，造成的后果及相应的对策。在维持读者信心的同时，循

序渐进地揭示出描述性推论及因果推论的相关知识。KKV1994 的风格使我从没感到方法论

很枯燥。恰恰相反，它是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一门学问。同时，对于学者来说，这也是一本常

读常新的著作。工作以后，我依然经常抽空翻翻它。书里面的内容不断提醒自己在研究过程

中要避免作者们提到的那些问题。这种互动，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写：“本书的信息

可以促进读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同时在有了实际研究经验之后重读本书还能获得新的感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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